
论范成大 《吴郡志》与郑虎臣 《吴都文粹》之关系
———一个从地志 “变身”文集的典型个案①

谷维佳

　　提　要：宋郑虎臣 《吴都文粹》乃全然 “刺取”范成大 《吴郡志》中诗文而成。然二者一为文集，属集

部；一为地志，属史部，不仅性质分类截然不同，也很难从题目中直接看出二者实质上的内在关联。《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著录模糊，参照文本错位，直接引发了 《四库提要辨证》的反驳和指摘。从地志类的 《吴地记》

《吴郡志》到文集类的 《吴都文粹》《吴都文粹续集》，自然生成了一条地志 “变身”文集的文学生态链。这些

诗文虽然是由范成大所采集，但是却附录于地理志中。因为打破了地志和文集之间的 “壁垒”，完成了二者之间

的 “切割”，归还了文学该有的独立性和地位，因此只是做了转录和更名工作的郑虎臣，却借此得以在文学史上

占得一席之地，而其 “成功”也不可复制，只能作为实际文学样态中的一个特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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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 （１１２６—１１９３）乃平江府吴县 （今江苏省苏州市）人。

作为南宋名臣、文学家，其于地志编纂方面也堪称典范，晚年所编 《吴郡志》（又称 《吴门

志》）乃平江府志，不仅是宋代方志定型化的代表，且由于范成大以文人身份兼修地理志的特殊

性，使其对后世吴地文集的编纂也产生极大影响。

目前学界对 《吴郡志》颇有研究，主要侧重于版本源流和内容勘误等文献考证层面，有郑

利锋 《〈吴郡志〉版本源流考》①，宋艳梅 《范成大 〈吴郡志〉两晋吴郡太守记载勘误》②，胡可

先 《〈吴郡志〉订误三则》③ 等，另有相关社会政治历史与文学史料价值的论述，如高柯立 《南

宋时期 〈吴郡志〉的编纂与刊刻———侧重于社会与政治的历史考察》④，谭清洋 《地理学家的诗

人底色———范成大 〈吴郡志〉的诗歌史料价值》⑤。然而对紧随其后而出的署名郑虎臣所编文集

《吴都文粹》，及 《吴郡志》与 《吴都文粹》之间特殊而有趣的 “衍生”关系，尚未见有专论

揭橥。

一　惊讶与质疑：问题的提出
同为吴郡地方志，相较于先出之唐人陆广微所编 《吴地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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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吴郡志》的评价反而更高。语却见于郑虎臣 《吴都文粹》条，曰：

《吴都文粹》九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郑虎臣编，案 《苏州府志》，虎臣字景兆，曾为会稽尉。宋德初，自请监押贾似

道，杀之于木绵庵者，即其人也。是书于吴郡遗文，综辑颇富，其中如李寿朋之 《札补新

军》，汪应辰之 《申奏许浦水军》，赵肃之 《三十六浦利害》，郏之 《至和塘六得六失》

诸篇，均有关兵农大计。其他舆地沿革亦多有因文以著者。如书中龚颐正 《企贤堂记》曰：

“长洲为县，肇唐万岁通天中。”而 《吴地记》则云建自贞观七年。考 《唐地理志》与颐正

之记合，可以证 《吴地记》之讹。又 《吴地记》云：“常熟县改自唐贞观九年”，而书中范

成大 《常熟县题名记》曰：“县旧为毗陵，至梁而改”，又可与 《吴地记》考异，盖是书虽

称文粹，实与地志相表里，东南文献藉是有征。与范成大 《吴郡志》相辅而行，亦如骖有

靳矣。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①

此条条目虽然标明 《吴都文粹》，然除开篇对编者郑虎臣及其事迹作简要概括外，其余正文

所言却大多关涉地理志 《吴地记》和 《吴郡志》，并从选文内容角度对二者优劣进行了明显的

对比。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反驳四库馆臣认为此书与范成大 《吴郡志》 “相表里” “相辅而

行”的结论，且引证文献，对 《吴都文粹》的成书提出了质疑，曰：

嘉锡案：明许德溥 《吴乘窃笔》一卷，指海本。云：“《吴都文粹》虽郑公所
"

，要皆

取材于范文穆，绝无增减，亦见古人服善心虚，今人不及也。”孙星衍 《平津馆鉴藏记》卷

三云：“《吴都文粹》十卷，旧写本。题苏台郑虎臣集，前后无序跋。《四库全书》本作九

卷。此书全依 《吴郡志》录写诗文，疑是坊贾所作，非虎臣原书。”钱熙祚 《吴郡志校勘记

序》云：“偶检郑虎臣 《吴都文粹》，讶其篇目不出 《范志》所录，因取以相校，删节处若

合符节，乃知 《文粹》全书并从范氏刺取。” 《文粹》全出于 《范志》，而 《提要》乃谓其

足与 《范志》相辅，是未尝取两书对勘，而率尔言之也。②

余嘉锡引许德浦、孙星衍和钱熙祚语，三家皆惊讶于 《吴都文粹》和 《吴郡志》诗文的高

度重叠，几乎全然转录，孙星衍由此直接对郑虎臣 《吴都文粹》的身份合理性提出质疑，怀疑

是民间坊刻本，余嘉锡也因三家之言而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出了质疑，甚至波及四库馆

臣 “率尔言之”的态度上。

那么，唐代陆广微 《吴地记》，宋范成大 《吴郡志》，宋郑虎臣 《吴都文粹》，至明钱?

《吴都文粹续集》，前二者属方志，后两者为文集，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四库馆臣所言

《吴都文粹》与范成大 《吴郡志》“相辅而行”“如骖有靳”是否准确？《四库提要辨证》提到孙

星衍仅依据 “全依 《吴郡志》录写诗文”就质疑 《吴都文粹》乃坊间刻本，非虎臣原书，其理

由是否充分合理？又断言四库馆臣 “未尝取两书对勘”“率尔言之”是否过于主观武断？这些问

题都需要通过二书的细致对勘加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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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驳与指摘：《四库》著录模糊与参照文本错位
在 《四库提要辨证》里，余嘉锡 （１８８４—１９５５）所引三人之论，首先，是明人许德浦①

（生卒年不详）《吴乘窃笔》，其意一则明确指出郑虎臣 《吴都文粹》主要取材于范成大 《吴郡

志》；二则认为这是古人 （指郑虎臣）服善 （指范成大）之举，所以不加增减 （“绝无增减”之

说似乎过于武断）删，似乎给二者诗文重合度极高找到了貌似合理的解释。其次，是孙星衍

（１７５３—１８１８）《平津馆鉴藏记》指出了三个问题，一是 “旧写本”“十卷”与 《四库》本 “九

卷”之差异；二是点出 《吴都文粹》无序跋；三是也明确指出 《吴都文粹》全依 《吴郡志》录

写诗文，由此质疑 《吴都文粹》乃坊间商贾所刻，并非郑虎臣原书。然这三条理由不论哪一条，

似乎都不能从逻辑自洽的角度进行推导，得出 《吴都文粹》编者乃坊间商贾，并非郑虎臣的

“确凿”结论，其论断和理由似乎均过于牵强。再次，钱熙祚 （１８００—１８４４）作为 《吴郡志》的

实际校勘者，偶尔翻看到 《吴都文粹》，惊讶于其和 《吴郡志》的惊人雷同， “删节处若合符

节”（此处既有删节，则可证许德浦 “绝无增减”之说过于武断），才知道 《吴都文粹》全然采

自 《吴郡志》。综上，许、孙、钱三人的共同之处是皆明确指出了 《吴都文粹》和 《吴郡志》

之间的源出关系，即前者并非原创，而只是转录后者诗文汇集而成。《四库全书》在乾隆五十七

年 （１７９２）全部完工，不论孙星衍和钱熙祚撰书校勘时有无参看，虽然讶异于 《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为何不明确揭破这一事实，但却也均未对四库馆臣提出质疑和苛责。

余嘉锡由此得出 《吴都文粹》全出自 《吴郡志》的结论是没有问题的，但接下来却把 《四

库提要》“相辅而行”（此言或可指使用上的相互协调配合），理解成了内容上的 “相互补充”，

并由此指摘四库馆臣未曾取两书相互 “对勘”，乃轻率之言，此论实在过于武断，甚至有冤屈四

库馆臣之嫌，指责四库馆臣过于 “轻率”，反观其自身，又何尝不是 “轻率之言”呢？

实际上，对 《吴郡志》和 《吴都文粹》关系的深入理解，大多是从校勘学入手的，四库馆

臣对两书皆有详细著录，即使不做细致对勘，大略翻阅之下，也能很快明确后者源出前者。近现

代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 （１９０７—２００３） 《著砚楼书跋》有 《吴都文粹校记》：“余

既得谢心传手钞本 《吴都文粹》，以校旧藏东皋钱枚手钞本，颇有是正。因录成 《校记》一卷，

并为跋语。……今者徐行可先生假读梁溪华湛恩手校活字一本。其校正处与谢钞本暗合。谢校出

自宋本 《吴郡志》，而华氏所据为 《郡志》影宋钞本，盖同出一源故也。虎臣此编与石湖 《郡

志》并重。其关系乡邦掌故，尤非浅
*

。……”② 谢校本和华氏活字本不约而同，皆以宋本或

影宋钞本 《吴郡志》为底本来校对 《吴都文粹》，盖对二者之关系十分明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 《吴都文粹》的记载，大致可分为四层：一是称扬郑虎臣其人及

“监杀贾似道”之功。二是举例赞许 《吴都文粹》辑录文献之丰富，且有关兵农生计，颇为重

要。三是以 《吴地记》作为对比参照，认为此书虽以 “文粹”称名，实际上可以与 “地志”

（这里承接上文，指 《吴地记》而言）互相考异，甚至能纠正其谬误之处，因此认为此书可与地

志 “相表里”，即相互配合为外表和内里，指可以之校 《吴地记》之失③，兼具保存地方文献之

功。其实，与 《吴都文粹》关系更加密切的，乃是范成大 《吴郡志》而非 《吴地记》，虽然

《吴都文粹》所记载内容确实可以用来矫 《吴地记》之失，但这是因为 《吴都文粹》本就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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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志 《吴郡志》“脱胎衍生”而来的先天特殊性所决定的，而非所署名编者郑虎臣有意为之，参

照文本的错位，是导致后人 （包括许德浦、孙星衍、钱熙祚和余嘉锡诸家）误解的首要因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最后才提到范成大 《吴郡志》，也只概言二者 “相辅而行”，即可互

相协调或互相配合使用，《吴郡志》作为地志，所录诗文只是作为正文的附录，均为一列双排小

字，窜乱穿插于正文中，或有正文中亦引用诗句者，间有双列小字夹批，不易与诗文相区分。而

《吴都文粹》乃专采其诗文汇集而成，阅读上颇为便利；“如骖有靳”，乃前后相随之意①，概言

其成书时间，次分先后。而对于 《吴都文粹》几乎完全 “刺取”自 《吴郡志》的事实，则忽略

不提。且其言 “相辅而行”，也极易被误解为二者或是在内容上可 “互相补充”，这直接导致了

《四库提要辨证》中的 “反驳”指摘。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 《吴都文粹》的著录，最大的问题是 “参照标准”的

“错位”，虽然 《吴地记》是吴地首部地志，且舛误颇多，可以拿 《吴都文粹》相关篇章相互对

勘纠谬，然而和 《吴都文粹》关系更紧密的则是范成大 《吴郡志》，且 《吴郡志》作为吴地地

志成熟定型的典范之作，四库馆臣对其评价颇高，没有理由不 “揭破”二者之关系，而只以含

糊其词的 “相辅而行”“如骖有靳”闲闲带过。若言以 《吴地记》为参照，是为了说明其作为

文集与地志可相互对勘的文献上的重要性，似乎可以说通，若以此为理由，则就只能选择 《吴

地记》而非 《吴郡志》，因为 《吴都文粹》本身就源自 《吴郡志》，甚至后人有拿 《吴郡志》作

为底本来对其进行校勘，二者之间不具有 “以文证史”的先决条件。这之间的 “错位”，主要是

地志和文集归于不同 “部类”，而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 “关键”所在，也是在从 《吴郡志》到

《吴都文粹》“变身”过程中郑虎臣所起到的最大的作用。

三　还原与重现：一条从地志 “变身”文集的地域文学生态链

在 《四库全书》的分体中，《吴地记》和 《吴郡志》乃属史部，地理类，是方志；而 《吴

都文粹》，包括 《吴都文粹续集》则属集部，总集类，乃文集。无论从类属，还是名称，都很难

把前两者和后两者直接联系起来，后人也极易为此表象所迷惑。然而，经过以上论证分析，正如

四库馆臣所言，《吴郡志》和 《吴都文粹》实乃是相为表里，内外互相配合，实为一体，直接实

现了由 “地志”向 “文集”的 “华丽变身”。

唐陆广微 （生卒年不详）撰 《吴地记》一卷，为现存最早吴地地方志著作，宋人有补录

《吴地后集》一卷 （佚名），乃其续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数例质疑此书的编者并非陆广

微：“……尤显为宋人之词，则此书不出广微，更无疑义。”② 同时认为其地理事实和年数记载，

皆有舛误，又没有地图， “殆原书散佚，后人采掇成编，又窜入他说以足卷帙，故讹异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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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靳，指套在辕马胸前的皮革。《左传·定公九年》：“吾从子，如骖之有靳。古代战车驾四马，两旁之马曰

骖，中间二马曰服。服背有靳，靳亦曰游环，《诗·秦风·小戎》‘游环胁驱’是也。两骖之辔由外贯于游

环中，而总于御者。则靳所以使骖随服，不致外出或前行。” （杨伯峻编注： 《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年，第１７５５页），孔颖达 《正义》注曰：“古人车驾四马，夹辕二马谓之服，两首齐，其外二马谓之

骖，首差退……靳是当胸之皮也。”（《四部丛刊续编经部》，上海涵芬楼景印海盐张氏涉园藏日本覆印景钞

正宗寺本，原书页码模糊不清）意思古人驾车用四匹马，中间夹辕的两匹马称为 “服”，外两侧的马称为

“骖”，服马两首并齐在前，骖马在其后，骖马的马首只能与套在服马胸前的皮革相齐平，乃前后错落相随

之意。此处引文应指成书时间先后，而非指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２６，地理类３，卷７０，第９５９页。



耶”①，对此书评价不高，现代研究者对其关注度也比较低②。

相较之下，宋范成大 （１１２６—１１９３）《吴郡志》虽然刊刻过程极为坎坷，但最终却成为吴地
地志成熟定型之典范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该书评价极高：“为地志中之善本”“亦可云著

书之创体矣。”④ 目前学界对其更为重视，研究也更加透彻广泛⑤。然而在这些研究里，只有谭

清洋 《地理学家的诗人底色———范成大 〈吴郡志〉的诗歌史料价值》⑥ 是从诗歌史料的收集、

选取与编排的文学视角出发，关注了此书作为地理志，其中突出的文学要素和诗歌史料价值。但是

却同样忽略了其与 《吴都文粹》的内在关系，这是更为重要的从地志向文集 “变身”的典型案例。

宋郑虎臣 （１２１９—１２７６）《吴都文粹》虽全然 “刺取”（即采取）自 《吴郡志》，然二者部

类有别，性质已经截然不同。从地方志到文集，《吴都文粹》已经完成了 “华丽的变身”，变成

了吴地首部地域总集。我们把 《吴郡志》中所载诗文按顺序摘录，再与 《吴都文粹》做对比分

析，可见二者除了个别篇目的卷次排序稍有差异之外，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包括 《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所着重指出有关 “兵农大计”的李寿朋之 《札补新军》，汪应辰之 《申奏许浦水军》，

赵肃之 《三十六浦利害》等篇。《吴郡志》５０卷，《吴都文粹》汇为９卷 （或１０卷），篇目的卷
次合并是必然的，尤其是卷１出入较大，《吴都文粹》卷１大约是汇集 《吴郡志》序及卷１至卷
４而成，而 《吴郡志》第一卷为 “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并无诗文附录，第二卷为

“风俗”（《十老序》），第三卷为 “城郭” （《吴城》 《阊门》 《胥门》为诗歌），第四卷为 “学

校”（“学记类”）。序记和诗歌混淆，可见 《吴都文粹》并没有以体分类的明确标准，几乎是完

全照搬自 《吴郡志》，没有序跋，没有归类，除了誊写摘录之外，只是做了一定必要的卷次合并

工作而已。比如 《吴都文粹》卷１所收录１９首诗、文并序，除了赵汝谈 《吴郡志序》外；米芾

《十老序》源自 《吴郡志》卷２；杜牧 《吴城》，张继、韦应物、白居易、苏舜钦 《阊门》，皮日

休、陆龟蒙 《胥门》源自 《吴郡志》卷３；朱长文 《郡校记》、郑仲熊 《重修大成殿记》、张伯

玉 《六经阁记》、洪迈 《御书阁记》、吴潜 《修学记》、陈耆卿 《复田记》、梁肃 《昆山县学记》、

王禹翶 《昆山县新修文轩殿记》（《吴郡志》作 《昆山县新修文轩王庙记》）、张九成 《昆山县重

修学记》、朱熹 《丹阳公祠堂记》来自 《吴郡志》卷４；其余往后次序相合，大致皆不差。
不同于 《吴都文粹》全然采自 《吴郡志》，诗文兼收的性质。明钱? （１５０８—约１５７２）继

之作 《吴都文粹续集》，则专收 “文”类，体量极为庞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吴都文

粹续集》五十六卷，补遗二卷。明钱谷撰，?字叔宝，长洲人。是书乃续宋郑虎臣 《吴都文粹》

而作。朱
+

尊 《静志居诗话》称，‘?贫无典籍，游文徵明之门，日取插架书读之。手抄异书最

多，至老不倦。仿虎臣 《吴都文粹》，辑成续编，闻有三百卷。其子功甫继之，吴中文献，藉以

不坠矣’云云。功甫，钱与治之字也。所称卷数与此本不符，疑合功甫续编言之。或?旧稿原

１６论范成大 《吴郡志》与郑虎臣 《吴都文粹》之关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２６，地理类３，卷７０，第９５９页。
参见李芸鑫：《〈吴地记〉四库提要辨析及源流、版本考》，《江苏地方志》２０１５年第６期，对 《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之说做出了详细的辨证，详见论文。

参见吕志毅：《范成大 〈吴郡志〉———吴地定型方志的界碑》，《黑龙江史志》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四库全书总目体要》史部２４，地理类１，卷６８，第９２９页。
如高柯立： 《南宋时期 〈吴郡志〉的编纂与刊刻———侧重于社会与政治的历史考察》， 《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主要从历史学角度，关注其编纂和刊刻时的波折和相关社会、政治生态。郑利锋：《〈吴郡
志〉版本源流考》，《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关注其版本流传和演变。吴建双：《〈吴郡志〉述评》，
《西部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认为其是宋代地理图经演变为地方志的重要标志。
谭清洋：《地理学家的诗人底色———范成大 〈吴郡志〉的诗歌史料价值》，《哈尔滨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有此数，后复加删汰，以成今本。
+

尊乃据其初稿言之欤？此本第五十三卷，五十四卷俱佚，第

五十卷亦有残缺，检勘他本并同。盖流传既久，不免脱遗，已非完本。其中所标二十一门，分类

亦多未确，盖能博而未能精者。然书中所载，自说部、类家、诗编、文稿以至遗碑断碣，无不甄

罗，其采辑之富，视郑书几
,

至十倍，学者欲征文考献，要必于是乎取资焉。吴中文献，多藉是

以有征，亦未可以芜杂弃矣。”① 指出了此书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创作动机是仿续郑虎臣 《吴

都文粹》而编；二是惊叹于此书的体量巨大，并对 “三百卷”之数提出质疑和推测；三是明确

指出了此书分类有２１门，且对其分类标准做评价，认为未必确切，其优在博，其缺在不精，更
加肯定其 “博备”在保存吴地文献方面的价值。《国朝献征录》也曰：“《续吴都文粹》，《吴都

文粹》者，盖仍宋郑虎臣所纂，而续为数百卷，吴中故实，将无逾此。”② 这两种文献记载，均

不约而同地、下意识地肯定了 “郑虎臣编纂 《吴都文粹》”这一说法，并通过 《吴都文粹续集》

的编选，更加强了这种认识，扩大了 《吴都文粹》的链条式历时性影响。

我们可以拿 《吴郡志》（《吴都文粹》诗文与之完全相同）和 《吴都文粹续集》卷次、分类

标准做一对比， 《吴郡志》共５０卷，依次分为：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风俗、城郭、
学校、营寨、官宇、仓库 （场务附）、坊市、古迹、封爵、牧守、题名、官吏、祠庙、园亭、

山、虎丘、桥梁、川、水利、人物 （烈女附）、进士题名 （武举附）、土物、宫观、府郭寺、郭

外寺、县记、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共计３９类； 《吴都
文粹续集》最初卷数不确，《四库全书》本存５６卷，分２１门，分别包括：都邑、书籍、城池、
人物、学校、社记、义塾、风俗、令节、公廨、仓场、古迹、驿递、坛庙、书院、祠庙、园池、

第宅、山、山水、题画、花果、食品、徭役、道观、寺院、桥梁、市镇、坟墓、杂文、诗、诗

词、诗文集序等，其中有合并者。

从分类标准也可见出，作为吴地成熟的地方志，《吴郡志》的分类是比较合理规范的，既涵

括了方方面面，又避免了重复，显得详实而清晰。相较之下，作为文集的 《吴都文粹续集》虽

然和 《吴郡志》有重叠的部分，比如 “学校”“人物”“道观”“寺院”“祠庙”“冢墓／坟墓”
等类，但其分类标准仍显得杂乱无章，如 《吴郡志》“山”“川”“水利”分开归类，《吴都文粹

续集》分 “山”“山水”；《吴郡志》只列 “学校”，《吴都文粹续集》则在 “学校”外又列 “义

塾”“书院”；若说 《吴都文粹续集》把 “祠庙、园池、第宅”合并，因其同属建筑类的话，那

么 “花果、食品、徭役”放在一卷，则让人不明所以；除了按社会类属划分外，又从文体上单

列 “诗”“诗词”，也很让人费解。可见四库馆臣对其 “分类亦多未确”“能博而未能精”的评

价是切中肯綮的。

从 《吴地记》《吴郡志》到 《吴都文粹》《吴都文粹续集》，完成了一个从地志 “变身”文

集的转变，把地志和文集两个不同的 “部”“类”自然串联起来，生成了一个地域文学生态链，

其中从 《吴郡志》到 《吴都文粹》之间的过度尤为重要。对于地方志和地域总集的关系③，因

地方志成熟定型较早，地域文集往往借鉴其体例编排形式，因此部分研究者从文学视角出发过分

强调 “地域总集的地方志化”倾向，从文章编排体例，分类标准等各个角度加以论证，把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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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４２，总集类４，卷１８９，第２６４７—２６４８页。
焦：《国朝献征录》，卷１１５《艺苑》，明万历四十四年徐象鳽曼山馆刻本 （原书页码模糊不清）。

关于地志和文学的双向互动关系，可参看叶晔：《拐点在宋：从地志的文学化到文学的地志化》，《文学遗

产》２０１３年第４期，其虽然以宋代出现的地名百咏为考察对象，但所论打破 “地志”和 “文学”（本文所

论指向具体的 “文集”）边界，出现 “史部”和 “集部”之间的 “破壁”现象，实质是一致的。



总集向地方志靠拢，这固然是二者交互式影响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自然而然之事。然而，殊

不知这或许也是现代研究中 “自下而上，以今例古”的目的论所致①，而非文学史自然演变的

全部文学生态和实际样态。在文学史发生发展的实际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除了地域文集主

动向地方志靠拢的努力之外，还存在地方志兼收诗文，自然 “衍生”出地域总集的情况，从

《吴郡志》“变身”《吴都文粹》，即是一个典型个案。在 “辨体”的过程中，各种文体之间的关

系并非线性的单一结构，而是极为复杂的网状结构，他们之间的影响也是交互式的。

四　误解与幸运：从地志到文集，一个华丽而轻巧的 “变身”

从 《吴郡志》到 《吴都文粹》，从地志到文集，完成了一个华丽而轻巧的 “变身”。言其

“华丽”，乃是单从题名和性质上看，二者实在关联不大，前者为地志，后者为文集，题目上也

很难看出二者有何直接承续之意，若非从文献对勘角度认真核对两书，极易引人误解，认为

《吴都文粹》乃编者郑虎臣自选，实则是全然 “转录汇编”。除了 “监杀贾似道”的壮举外，原

本在文学上并无太大建树的郑虎臣，也借此书之流传在文学史上占得了一席之地。言其 “轻

巧”，实在由于编选文集原本是一件十分艰巨困难的事②，往往需要几十年的功力，经多方搜求

才或可促成，而郑氏 “全然转录”的方式显得太过于省力，不管郑虎臣最初原始动机如何，比

如说可能仅仅只是为了自己阅读方便，但仍有 “抄袭取巧”之嫌，这大概是其前后无序跋的原

因之一，也是让后人对勘过后十分 “惊讶”其高度重叠相似的重要因素。

在整个文学史中，不乏以数十年的不懈坚持和深厚功力汇编一书，寄予厚望，却因战乱、兵

燹、搬迁等外在因素最终散逸，流荡无踪者，在种种命定式的偶然因素面前，有时候个人的主观

意愿和为之付出的艰辛努力显得极为渺小。而个人的文名又往往和文集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如郑虎臣这般轻巧地照搬转录，更换题目，改头换面，即成经典，还能一直保

存流传下来，并借此垂名者，实属罕见，这种模式也很难复制。其能获得 “成功”，最大原因在

于打破了 “史部”和 “集部”之间的 “壁垒”，把 “附录”于地理志中的 “诗文”独立出来，

挪移到了文集中，完成了 “史志”与 “文集”之间的 “切割”，归还了文学部分该有的合理身

份和独立地位。而其所本的这部完善的地理志是拥有文学家身份，且文学成就较高的范成大所撰

集，其拣选眼光自然不差。从这个角度说来，那些误认为 《吴都文粹》乃郑虎臣 “原创”者，

无疑是把 “文学家”范成大的功劳误归到了 “誊录者”郑虎臣身上。不管这种 “衍生”文集的

方式是出于 “有意”还是 “无意”，在客观上都给后人造成了一定的误解。但这种 “误解”对

郑虎臣而言，却无疑是莫大的 “幸运”。这大概也是纷繁多样且鲜活生动的实际文学样态中，最

让人歆羡的一种吧。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杨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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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飞跃：《诗词曲辨体的文艺融通与史论重构》，《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诗词曲辨体的观念与方
法反思”部分对这种研究中的痼疾有深刻的反思。除了诗词曲辨体之外，在史部和集部，地理类和总集类

中，《吴郡志》分化出 《吴都文粹》，再一次印证了其观点。

参见谷维佳：《论金德糱 〈新安文粹〉的编刻过程及典型意义———基于地域文学生态链生成与演进的个案研

究》，《中国地方志》２０２１年第２期，苏大重订 《新安文粹》，对 “选者尤难”的体悟尤为深刻。




